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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以592名企业员工为样本，揭示了面子意识对知识共享行为、员工创造力既抑制又促进的独特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虽然“怕丢面子”通过知识收集、知识贡献的部分中介机制负向影响员工创造力,但是“想挣面子”通过知识贡献的完全中介机制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在面子意识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我国管理者充分认识面子意识对知识共享、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可以采取针对性措施对员工的面子意识因势利导，以提升知识管理的效率和组织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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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创新成为组织形成与保持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创新实质上是新知识的创造，员工创造力是组织创新的基础。在管理学领域，知识共享与员工创造力一直是研究热点。目前，围绕知识共享与员工创造力前因的研究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虽然取得丰硕的成果，依然存在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面子如何影响知识共享、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还未得到充分关注。
面子是中国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独特文化现象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国人的面子意识非常强烈（金耀基，1988）[1]。在创新研究热潮下重新审视中国的面子文化，就引发了这样的问题：员工的面子意识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员工创造力？面子意识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知识共享、员工创造力？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对面子意识的作用机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以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为调节变量，本研究沿着“面子意识——知识共享行为——员工创造力”的研究思路，探究员工的面子意识影响知识共享、员工创造力的内在机理。揭示出的相关规律，有助于在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中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对员工的面子意识因势利导，以提升员工创造力与组织创新绩效。
2、 理论背景
（一）面子与面子意识
面子是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文化概念，不少学者认为它可作为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切入点(金耀基, 1988; 黄光国, 1987)[1][2]。目前，面子的定义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为社会学定义，认为面子是一种社会形象、社会尊重或社会声望；第二类为心理学定义，认为面子是一种自我心像，这种自我心像是根据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形成的（何有晖，1976；金耀基，1988；陈之昭，1988；翟学伟，1995）[3][4][5]。
面子的实质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中的形象的关注，根源于个体的赞许需要。Brown & Levison（1978）认为面子就是一种需要，面子需要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6]。类似地，周美伶( 1996)提出了防卫型面子倾向和进取型面子倾向概念，前者指个体对挣面子事件的敏感程度，后者指个体对丢面子事件的敏感程度[7]。Bao et al.（2003）采用面子意识(face Consciousness)概念反映个体对面子得失的关注,并把面子意识定义为“在与重要他人互动中，个体对获得更多面子、维持现有的面子以及避免丢面子的渴望”[8]。
进一步地,Zhang，Cao & Grigoriou(2011)从“社会性面子”（social face,与个人在社会阶梯上所占据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而不涉及个人的道德品质）的视角，把面子意识定义为“在与重要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人们对获得更多的社会性面子以及避免丢掉社会性面子的心理需要” [8]。香港学者何友晖认为，获得更多的面子与丢掉现有的面子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它们代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过程。在何友晖的基础上，Zhang，Cao & Grigoriou把面子意识区分为两个维度：“想挣面子”（desire to gain face）和“怕丢面子”（fear of losing face），并设计了相应的测量量表。其中，“想挣面子”维度反映了个体对获得更多的社会性面子的渴望程度，“怕丢面子”维度反映了个体对丢掉现有的社会性面子的担心程度。通过实证研究，Zhang，Cao & Grigoriou验证了两维测量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这两个维度代表了个体对“社会性面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需要或关注意识。
(二)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是指员工之间相互交换与工作相关的信息、知识、经验与技能的过程。按照Hooff和Weenen(2004)的研究，知识共享行为按照共享的方向可以分为知识收集与知识贡献两个维度[10]。知识收集是指为了分享同事的智力资本（与工作相关的信息、知识、经验与技能）而向同事请教的行为，知识贡献是指将个人的智力资本（与工作相关的信息、知识、经验与技能）传送给同事的行为。Hooff & Weenen（2004）指出，每一位员工既是知识源又是知识接收者。因此，对于员工而言，知识收集与知识贡献都是主动的行为。
知识共享的前因可以归纳为五类因素，分别为：组织因素、个人因素、技术因素、知识因素与文化因素。目前，文化因素对知识共享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比如，Chow et al.(1999)的研究发现，面子顾虑、权力差距与集体主义显著影响员工的信息共享行为[11]；而Li  et al.(2007)研究了中国文化对知识共享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面子与权力差距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大[12]。
（三）员工创造力

员工创造力是个体产生新想法或创造新产品的能力 (Sternberg & Lubart ,1991)[13]。创造力往往与创新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创新活动起源于创造力，创造力的成果就是创新。目前，员工创造力的前因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因素,即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14]。环境因素方面，组织氛围对创造力的影响受到了极大关注。比如,Amabile, Conti & Coon等人(1996)所界定的组织创新氛围包括八个因素,其中,组织鼓励、主管鼓励、工作团队支持、自由度、充足的资源、挑战性工作对员工创造力有促进作用,工作压力、组织障碍对员工创造力有阻碍作用[15]。Scott & Bruce（1994）将组织创新氛围分成“资源的支持”和“创新的支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成员对“创新的支持”的认知程度与个人创新行为正相关[16]。个人因素方面，员工的知识与技能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比如， Amabi1e的创造力成分理论与Woodman, Sawyer & Griffin的创造力交互理论都将知识与技能视为创造力的重要来源[17]。
现有的创造力研究大多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研究成果能否直接推广到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还有待检验。而且，还缺乏中国典型文化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因此，将面子意识、知识共享、组织沟通氛围与员工创造力联系在一起，研究员工的面子意识对知识共享、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对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面子意识对知识共享的影响

按照动机理论的观点，驱使人们从事各种行为的动机是希望得到某些事物或者企图躲避某些讨厌的事物。在讲面子的中国社会里，获得更多的面子（挣面子）与保护既有的面子（不丢面子）都是必要的（朱瑞玲，1988）[18]。因此，如果非常看重面子的得失，“想挣面子”和“怕丢面子”都是一种强烈的行为动机（何有晖,1976；陈之昭,1988）。

获得更多的面子可使个体获得 “光荣”、“骄傲”、“得意”、“喜悦”等心理酬赏，这些心理酬赏会成为个体重要的行为动机，引发出个体积极争取面子的行为，比如，力争上游、炫耀自己所长等(陈之昭，1988)。周美伶认为，个体对挣面子事件越敏感，越倾向于高调的行为以增强自己的公众形象。Hwang, Francesco & Kessler (2003)的实证研究发现，挣面子需要正向影响信息搜寻行为[19]；Huang, Davison & Gu（2008）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想挣面子”与知识共享意图正相关[20]。通过积极的知识共享行为，显示个人的能力或者博学，将个人的长处和优势充分展示出来，是员工挣面子的一个重要途径。按照动机理论的观点，为了满足挣面子的需要，“想挣面子”可能驱使员工积极从事知识共享行为。基于此，笔者认为，“想挣面子”正向影响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知识共享行为分为两个维度：知识收集与知识贡献。因此，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H1a：“想挣面子”对员工的知识收集有正向影响作用。

H1b：“想挣面子”对员工的知识贡献有正向影响作用。

面子意识驱使个体做出一些行为的同时，也抑制了个体的某些行为（朱瑞玲, 1988)。中国人对避免丢面子的关注远大于挣面子（周美伶，1996），丢面子会有难堪、尴尬、窘迫、羞愧等不良情绪反应(朱瑞玲, 1988)。这些不良情绪会抑制某些行为，引发出个体消极保护面子的行为，比如，自发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开自己所不知的话题等（陈之昭，1988)。周美伶认为，个体对丢面子事件越敏感，越倾向于低调的行为以避免丢面子。Hwang, Francesco & Kessler (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怕丢面子”会抑制信息搜寻行为的意愿。进一步地，Huang, Davison & Gu（2008）的研究发现，“怕丢面子”与员工知识共享意图之间负相关。如果在知识共享过程中暴露自己的缺点和无知，人们会感到有面子丢失的风险。按照动机理论的观点，为了规避丢面子的风险，“怕丢面子”心理可能驱使员工消极对待知识共享活动。基于此，笔者认为，“怕丢面子”负向影响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知识收集与知识贡献是知识共享的两个维度，因此，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H2a：“怕丢面子”对员工的知识收集有负向影响作用。

H2b：“怕丢面子”对员工的知识贡献有负向影响作用。
（二）知识共享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知识与技能是创造力的重要来源。员工之间的知识共享活动能促进知识在组织内的自由流动，有助于员工新思想、新创意的产生（路琳,梁学玲，2009）[21]。因此，知识共享对员工创造力可能有提升作用。现有的实证研究也为这种正向影响提供了佐证：Sáenz, Aramburu & Rivera (2009)研究发现，员工的知识共享活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22]；路琳和梁学玲(2009)的研究发现，知识共享能推动员工的创新行为。基于此，我们可以推断，知识共享行为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因此，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H3a：知识收集对员工创造力有正向影响作用。

H3b：知识贡献对员工创造力有正向影响作用。
（三）组织沟通氛围的调节效应
    Smidts(2001)认为沟通氛围是组织氛围的一个维度，并把沟通氛围定义为“组织成员对组织沟通总体特征的感知”[23]。Zarraga & Bonache(2003)的实证研究发现,高关怀的团队氛围有助于促进员工间的知识共享[24]。Hooff & Ridder(2004)区分了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与防御性的组织沟通氛围，支持性组织沟通氛围的特征表现为：信息交换的开放性、易于接近同事、合作性的互动与鼓励知识共享的文化[25]。Hooff & Ridder(2004)的研究则表明,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会显著正向影响知识贡献和知识收集。因此，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对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有促进作用。我们可以推断，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对员工面子心理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关系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即：当员工“想挣面子”心理正向影响知识收集和知识贡献时，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可能有助于加强这种正向影响；当员工“怕丢面子”心理负向影响知识收集和知识贡献时，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可能有助于抑制这种负向影响。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H4a：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在“想挣面子”对知识收集、知识贡献的积极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H4b：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在“怕丢面子”对知识收集、知识贡献的消极影响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以上八个假设形成了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2所示。
四、研究方法与假设检验

（一）量表设计

各个变量的测量量表采用现有的成熟量表，根据中文表述习惯稍作修改。采用了Zhang，Cao & Grigoriou（2011）的 “想挣面子”和“怕丢面子”的量表，测量条款分别为6个和5个。“想挣面子”的代表性条款有:“我希望大家认为我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 “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夸奖和称赞”；“怕丢面子”的代表性条款有：“就算我真的不懂，我也希望避免让其他人觉得我很无知”、 “我希望隐瞒我的缺陷不让其他人知道”。采用了Hooff & Ridder(2004)的知识贡献和知识收集的量表，测量条款分别6个和5个。知识贡献的代表性条款有：“当我学到新知识后，我会告诉我的同事”；“我与同事分享我掌握的信息”。知识收集的代表性条款包括：“当我需要某种知识时，我向同事请教”；“当同事在某一个方面擅长时，我请求他们教我怎么做”。员工创造力量表在Scott & Bruce（ 1994）的基础上设计，共有6项测量条款，代表性条款有：“我会有很多创新的想法”；“我经常有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采用了Smidts(2001)的测量量表，共有10项测量条款，代表性条款有：“同事们告诉我一些事情时，我相信他们讲的是实话”；“与同事交谈，我会感到受到了认真对待”。

采用CITC分析法对7个变量的测量量表进行信度检验，删除垃圾条款后，7个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值全部大于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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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在河南的多家企业收集研究数据，问卷回收后将不符合要求的问卷进行剔除，得到有效问卷592份。7个变量测量条款的峰度绝对值均小于5，偏度绝对值均小于2，表明本次大样本调查基本上服从正态分布。
从样本的性别结构看，男性被试有327位，占样本总数的55.2%，女性被试有265位，占样本总数的44.8%。从被试的学历情况来看，大专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被试分别有84、179、269和60位，占样本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4.2%、30.2%、45.4%和10.2%。从被试的工作年限(指在现单位工作的年限)情况看，1年以下的被试有95位，占样本总数的16.0%；1-2年的被试128位，占样本总数的21.6% ; 2-5年的最多，有157位，占样本总数的26.5%；5-10年的被试有101位，占样本总数的17.1%; 10年以上的被试有111位，占样本总数的18.8%。从被试工作部门的分布情况看，管理部门、生产制造部门、研发设计部门、销售部门、财务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被试分别占样本总数的24.2%、17.9%、11.8%;、11.8%、8.8%和25.5%。从被试所在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看，来自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被试分别有331、202和59位，占样本总数的比例分别为55.9%、34.1%和10.0%。
（三）假设检验结果

1.直接效应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建模技术对原始模型（M1）、全模型（M2)和修正模型(M3)进行分析，表1列出了在修正模型（M3）中面子意识对知识共享、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关系。从表1看，χ2/df =3.286，GFI=0.915，AGFI=0.891，NFI=0.882，IFI=0.915，CFI=0.914，RMSEA=0.062，表明修正模型(M3)的拟合度良好。

表1的结果表明，“想挣面子”对知识贡献的影响系数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怕丢面子”对知识收集、知识贡献的影响系数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知识收集、知识贡献对创造力的影响系数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此外，模型中增加了一条显著的路径关系，即：“怕丢面子”对创造力的影响系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除假设H1a外，本文所提出的五条直接效应假设得到了验证，其中:
“想挣面子”正向影响知识贡献（β=0.195, p<0.001），但对知识收集的影响不显著（β=0.138, p=0.058）；“怕丢面子”负向影响知识收集（β=-0.182, p<0.01）、知识贡献（β=-0.258,p<0.001）。这说明“想挣面子”的心理意识越强，员工希望展示出个人的能力或者博学，越愿意积极从事知识贡献行为；“怕丢面子”的心理意识越强，员工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和无知，越不愿意从事知识收集和知识贡献行为。

表1 中国典型文化因素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关系及模型拟合指标

	回归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显著性概率
	是否显著

	知识收集←想挣面子
	0.138 
	0.058
	否

	知识收集←怕丢面子
	-0.182 
	**
	是

	知识贡献←想挣面子
	0.195 
	***
	是

	知识贡献←怕丢面子
	-0.258 
	***
	是

	员工创造力←知识收集
	0.165 
	***
	是

	员工创造力←知识贡献
	0.212 
	***
	是

	员工创造力←想挣面子
	0.054 
	0.384
	否

	员工创造力←怕丢面子
	-0.179 
	**
	是

	拟合度指标χ2/df =3.286，GFI=0.915，AGFI=0.891，NFI=0.882，IFI=0.915，CFI=0.914，RMSEA=0.062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表示p<0.001
知识收集与知识贡献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β=0.165, p<0.001；β=0.212, p<0.001）。这说明无论是知识贡献还是知识收集，均会对创造力产生积极的提升作用，但知识贡献对创造力的影响效应更大。

“想挣面子”对员工创造力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而“怕丢面子”直接负向影响员工创造力（β=-0.179, p<0.01）。这说明“想挣面子”通过知识贡献的完全中介机制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怕丢面子”通过知识收集、知识贡献的部分中介机制负向影响员工创造力。

2、调节效应

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分别检验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对面子意识－知识共享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其中，面子意识为自变量，支持性的织沟通氛围为调节变量，知识收集、知识贡献为因变量。在层级回归方程中，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中心化后，第一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想挣面子”或“怕丢面子”；第二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第三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是“想挣面子”或“怕丢面子”与织沟通氛围的乘积项。本文通过观察乘积项所带来的△R2的显著性来判断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是否对面子意识－员工知识共享之间关系产生调节作用。
表2  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的调节作用
	
	  自变量
	         因变量

	
	
	知识收集
	知识贡献

	第一步
	想挣面子
	0.153
	0.220***

	
	△R2
	0.023***
	0.048***

	
	怕丢面子
	-0.196***
	-0.265***

	
	△R2
	0.037***
	0.070***

	第二步
	想挣面子
	0.082
	0.186***

	
	组织沟通氛围
	0.420***
	0.204***

	
	△R2
	0.171***
	0.040***

	
	怕丢面子
	-0.110**
	-0.225***

	
	组织沟通氛围
	0.411***
	0.188***

	
	△R2
	0.161***
	0.034***

	第三步
	想挣面子×组织沟通氛围
	-0.002
	0.28***

	
	△R2
	0.000
	0.003***

	
	怕丢面子×组织沟通氛围
	0.29***
	-0.034

	
	△R2
	0.001***
	0.000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表示p<0.001
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对面子意识－知识共享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2所示。表2表明，“想挣面子”与支持性沟通氛围的乘积项对知识贡献做出新的贡献，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0.3% (乘积项的标准化系数为β=0.29 , p<0.001) ；“怕丢面子”与支持性沟通氛围的乘积项对知识收集做出新的贡献，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0.1% (乘积项的标准化系数为β=0.58 , p<0.001)。因此，本文所提出的调节效应假设得到部分验证，其中: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对“想挣面子”与知识贡献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对“怕丢面子”与知识收集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与讨论
本文共提出了八条假设，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五条直接效应假设得到完全验证，两条调节效应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通过实证研究，本文揭示了面子意识对知识共享行为、员工创造力既抑制又促进的独特作用机制：虽然“怕丢面子”抑制个体的知识共享行为和创造力，但是“想挣面子”促进个体的知识共享行为和创造力；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弱化了“怕丢面子”对知识共享行为的抑制作用，并且强化了“想挣面子”对知识共享行为的促进作用。
对于中国人而言，面子意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个性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面子意识对于中国人的消极影响往往被强调，比如，它所产生的严重心理负担、虚荣、虚伪、形式主义等，都一直成为被人诟病和鞭挞的理由。实际上，面子意识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而积极的一面往往未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26]。陈之昭推断，面子具有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的正面功能。金耀基也指出，“想挣面子”心理可能推动人们积极向上，成为个体（或团体）争取成就进而取得进步的动力。本文的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推测，对面子意识所具备的正向功能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怕丢面子”产生的心理负担具有抑制个人发展的负面功能，但是，“想挣面子”产生的荣誉心具有促进个人发展的正面功能。 
（二）未来研究展望
为了获得更丰富的研究结论，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对现有理论模型做进一步拓展。首先，关于面子意识的选择，本研究考虑了“想挣面子”和“怕丢面子”两个维度，但没有进一步细化。宝贡敏，赵卓嘉（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面子需要包含三大要素，即能力、人际关系和道德品质[27]。在后续的研究中，就可以把面子意识从关系、能力、道德等方面细分到更多的维度，从而使研究更加深入。其次，本研究只考虑了“想挣面子”、“怕丢面子”对知识共享、员工创造力的直接影响，后续研究还可以考虑其交互作用的影响，并引入其他因素（评价模式、心理契约、高管支持等）作为调节变量，更能深入探索面子意识对知识共享、创造力的作用机理。

（三）实践启示

研究发现，“想挣面子”通过知识贡献的中介作用间接地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怕丢面子”通过知识收集与知识贡献的中介作用间接地负向影响员工创造力；支持性的组织沟通氛围对“想挣面子”与知识贡献之间的关系、“怕丢面子”与知识收集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对于我国管理者而言，需要做的是充分认识并合理利用这一影响机制，在管理实践中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抑制“怕丢面子”对员工创造力的抑制作用并强化“想挣面子”对员工创造力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组织创新绩效。
具体而言，我国管理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引导员工的“想挣面子”心理需求，激励员工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知识水平，进而增加对组织的贡献与成就。比如，在设计企业的激励体系时充分发挥精神激励的作用，采用荣誉激励和责任激励的方式，给予实现目标、业绩优秀以及做出一定贡献的员工更多的认可与尊重，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利与责任，让面子成为员工努力、向上、发展的动力。（2）正确认识员工的“怕丢面子”心理，在知识管理实践中采取措施消除员工对丢面子的顾虑，弱化员工“怕丢面子”的负面功能。比如，一方面，在组织内部采用群件、内部网、互联网等支持知识共享的技术工具，让一些正式的知识共享活动通过非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鼓励非正式的知识共享行为，让更多的知识通过非正式渠道共享，以减轻员工从事知识共享活动的丢面子心理负担。（3）在组织内营造支持性的沟通氛围，强化“想挣面子”对知识共享的积极效应，弱化“怕丢面子”对知识共享的消极效应。比如，鼓励组织内员工之间的开诚布公的交流，提供各种纵向、横向的全方位互动机会，强化组织成员的协作意识，促进员工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让信任、开放、合作、相互支持成为组织内沟通氛围的特征，以促进知识共享活动的顺利开展和员工创造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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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Mianzi on Knowledge Sharing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limate as Moderator Variable
   Wang Guo-bao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nagement, Henan Zhengzhou 450015）
Abstract: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collected , with a valid sample of 592 employees, the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Mianzi consciousness on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discoveries that employee’s desire to gain Mianzi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donating, the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reativity mediated by knowledge donating; employee’s fear of losing Mianzi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collecting and knowledge donating, then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creativity mediated by knowledge collecting and knowledge donating. Moreover, supportiv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limate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anzi consciousness and knowledge sharing. If Chinese managers fully understand and reasonably use this mechanism of Mianzi consciousness on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and creativity,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an be enhanced.

Keywords: Mianzi  Consciousness；Desire to Gain Mianzi ; Fear of Losing Mianzi; Knowledge Sharing; Creativity;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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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面子意识对知识共享、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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